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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与发展是中国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挑战，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
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从扶贫政策的效果与政策模式来看，中国的扶贫政策大
致经历了以救济、平均分配为主的扶贫阶段，以贫困地区开发为主的阶段，以扶持贫
困人口为主的扶贫阶段，以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为主的扶贫阶段。各阶段扶贫政策相
互交叉、逐步发展与过渡，扶贫目标由相对分散向精准集中、扶贫主体也由单一向多
元转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中，应继续
形成多元互助开发组织体系，增强扶贫瞄准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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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解决贫困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之一。１９９１ 年，中国政府把扶持 “老、少、边、

穷”地区摆脱贫困列入国家 “八五”国民经济计划，

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优惠政策、财政拨款。１９９４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的制
定标志着中国反贫困计划的开始。同时，《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也成为当时各项
扶贫工作的行动纲领。总的来看，中国扶贫政策是
由政府主导，通过调动各部门资源来支持农业、农
村发展，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社会保障水平
为目标的持续性、系统性工程［１］。１９８１—２０１５年，

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７．２８亿人，世界其他国家地
区的脱贫人口仅为１．５２亿人①。同时，中国贫困人

口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条件、饮食营养状况等指

标均得到提高［２］。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到２０２０
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３］。但剩余贫困人
口基数大，绝对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成本高等问
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逐渐显现。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老龄化加速、城镇化发
展，使贫困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４］。因此，要对新
中国成立７０年的扶贫政策、扶贫历程进行回顾总
结，分析扶贫政策的演变与变化过程，总结扶贫成
效与成就，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中存在的
问题，对２０２０年之后的反贫困问题进行探讨，提出
未来反贫困政策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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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

张琦和冯丹萌将中国减贫政策划分为农村制度

性变革阶段、贫困县减贫探索阶段、专项扶贫政策
阶段、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阶段、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５个阶段［５］。程联涛根据扶贫战略的调整，将中国
扶贫政策演进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义扶贫阶

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贫困缓解阶段、扶贫开
发正规化阶段、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阶段、综合
性扶贫开发阶段、新时期集中连片扶贫６个阶
段［６］。华正学根据反贫困方式将中国扶贫分为社会
救济扶贫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开发式扶
贫阶段以及精准贫困脱贫阶段［７］。申秋从扶贫政策
目标区域效果出发，阐述了中国扶贫政策演变面向
区域范围的变化［８］。汪三贵和殷浩栋将中国的扶贫
开发工作分为体制改革主导的扶贫开发、解决温饱
的扶贫开发、巩固温饱的扶贫开发和全面小康的扶
贫开发４个阶段［９］。学者对扶贫政策演进的研究
中，对中国扶贫政策演变的划分标准相对随意，从
而导致不同的研究学者对不同阶段的划分难以产生

一致的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政策的演

变进行梳理、分析，为２０２０年后明确新的扶持对
象、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扶贫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２．１　以保障生存为主的救济式扶贫阶段：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薄弱，社会呈现出

普遍贫困的特征，为缓解农民贫困状况，在全国开
展救济式扶贫，但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落后，农村、

农民的贫困问题短期内仍难以得到解决。１９４９—

１９７７年，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渠道，受制于当
时整体经济状况，扶贫主要表现为扶贫救济、平均
分配两种形式，政府提供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

赡养农村特困户等困难群体。这种救济式扶贫手段
带有明显的单一性，是一种道义性的 “输血式”救
济行为，同时这种扶贫战略保证了大多数人基本的
生存需要。通过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
动，逐渐实现了农业村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人民
公社时期，建立起 “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
和分配制度。一方面遏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
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农村有限社会财富的分配。如表

１所示，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以保障生存为主的救济式扶
贫阶段，中国的扶贫措施主要体现在土地改革运动、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救济式扶贫阶段帮扶政策与成效

帮扶政策 具体措施 帮扶效果

土地改革运动

　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
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
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运动完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全国３亿多农民无偿分
得了约７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为中国农村扶贫奠定了制度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
　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整合全社会资源，在
农村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①实际机耕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０４万亩上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５７　６１５万亩

　②有效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９　９３８万亩上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６７　４９９
万亩

　③１９５２—１９７７年，机电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由１．６％上
升到５４．１％

　④农村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由１９５２年的０．６９％上升到１９７７
年的９．９３％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①改善医疗服务和农村教育条件

　②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

　①该阶段，全国建立了５万多个乡镇医院，小学入学率由不足５０％
增长至９６％

　②１９７７年，全国８５％的行政村 （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治病、防病问题

　③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由１９４９年的５０．５万人上升到１９７７年的

２３４．１万人

　　注：１亩＝１／１５ｈｍ２。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１９４９—１９８６）》。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对贫困的认识水平下， 扶贫政策没有把救助与增强贫困者自立能力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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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使普遍贫困问题长时间存
在。但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一元化公益性救
济式扶贫体系保障了普遍贫困状态下大多数人的临

界生存需要。救济式扶贫最大的积极意义是消灭了
由经济制度不平等产生的阶层性贫困。“输血式”的
社会救济扶贫，是在当时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

在加速工业化发展这一特定时期所采取的反贫困

战略。

２．２　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经济为主阶段：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年
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激活了农

村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发展动力，这也为中国大规
模减贫创造了条件。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中国贫困人口
大规模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带来了自发的减贫效应。在 “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的发展方式下，中国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贫
富差距开始产生，使得扶贫政策开始向以工代赈、

以 “三西”① 地区农业建设为主的扶持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转型。于是中国在１９８４年开始实施以工代赈，

通过参加社会工程建设，救济对象可以获得赈济物
资或资金。以工代赈的投入是无偿性行为，但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有附加条件，要求贫困人口通过劳动
来获得救济。

“三西”地区农业人口达到１　２００万人，总面积

３８万ｋｍ２。１９８２年实施 “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制
定 “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发展战略。 “三
西”农业建设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入手，通过兴修
水利工程增加水浇地面积，修缮坝地、压砂地，组
织劳务输出等措施，以解决西海固地区群众温饱和
河西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问题。“三西”建设开创
了中国扶贫区域开发与异地脱贫的先河，为之后中
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积累了
大量经验。

这一阶段是中国扶贫模式政策开始由 “输血式”

救济转变为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为主的变革阶段，

通过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促进以 “三西”地区为代表
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尚未解决温
饱的贫困人口由２．５亿人减少至１．２５亿人，贫困发
生率由３０．７％下降至１４．８％［１０］。１９８４年制定的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和１９８６
年正式开始实施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

五年计划》成为中国今后很长时间内扶贫开发工作
的指导文件。

２．３　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１９８５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中国
形成了 “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三角洲开发
地”经济发展格局。这样的发展格局促进了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解决了大多数东部地区
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同样也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
施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东部地区，

贫困减少速度远低于东部地区。因此，１９８６年以来
中国的扶贫资源开始向边远山区、信息闭塞地区
倾斜。

１９８６年４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将贫困地区经济问题单独列示，这标志
着中国扶贫工作走向规范化，反贫困战略开始追求
贫困地区整体实力提升，扶贫工作的对象具有明显
的区域特征。在开发式扶贫阶段，为进一步帮助贫
困地区发展，制定了国家贫困县标准，纳入了３３１
个贫困县［１１］。

开发式扶贫模式提升了县域整体经济实力，突
破了单一依靠实物救济的扶贫方式，大规模的扶贫
开发增加了地方上的就业机会，对各级政府财政收
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
扶贫工作从单纯救济式扶贫向以外部资源投入来增

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方
式转变。此阶段的目标是解决贫困群众温饱问题，

但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到贫困人口特征，政策制定过
程中没有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与县域经济整体发

展联系起来［１２］。

２．４　 “八七”扶贫开发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加大，地缘特征的贫

困问题开始显现，东西部贫困差距加大，１９９４年
仍有７　０００多万人口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 （表２）。

为解决这一问题，１９９４年中国政府制定、实施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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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地区１９个县 （市、区）、甘肃中
部以定西为代表的干旱地区２０个县和宁夏西海固８个县，共计４７个
县 （市、区）。



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各界力量，力争用

７年左右时间，到２０００年解决全国农村７　０００万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表２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农村贫困人口变化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１９９４　 ７　０００　 ７．６

１９９５　 ６　５００　 ７．１

１９９６　 ５　８００　 ６．３

１９９７　 ５　０００　 ５．４

１９９８　 ４　２００　 ４．６

１９９９　 ３　４１２　 ３．７

据统计，按照１９９９年６２５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进
行测算，全国农村还有３　４１２万极端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贫困发生率为３．７％。《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将国家级贫
困县数量增加至５９２个，涵盖了７０％以上的农村贫
困人口。如表３所示，从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贫困情况
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数量的５１％，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４９％左右，且
多分布在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和

“老、少、边、穷”地区。

表３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

地区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全国 ４　２１０．４　 ４．６　 ３　４１２．２　 ３．７

东部地区 ６２２．１　 １．７　 ５０１．２　 １．３

中部地区 １　５５８．８　 ４．８　 １　２６６．９　 ３．９

西部地区 ２　０２９．５　 ９．１　 １　６４４．１　 ７．３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００》。

为此，国家将中西部扶贫政策进行调整，明确
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到省的原则，以中央投入
为中心，以省资金投入为辅，完善财政投入，紧密
加强地区联动，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扶贫工作。此项
措施将从前的区域性开发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调
动了贫困户脱贫积极性。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政府投入
资金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９７．８５ 亿元上升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８．１５亿元，累计金额达到１　１２７亿元，是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年８年投入总量的３倍。

２．５　巩固扶贫成果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的结束，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标志着中国基本解决了贫困人群的温饱与生
存问题。与 “八七扶贫攻坚”时期相比，２０００年之
后中国面对以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为主要的差异格
局。从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到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就要求中国的扶贫政策要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

巩固扶贫成果。２００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该目标的
提出对扶贫政策有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２００４
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
产税，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２００５年中央１号文件
提出继续加大 “两减免、三补贴”、加大对农村基础
设施和农村科教文卫事业投资力度；２００６年提出新
农村建设；２００９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继续加强惠农
政策。历年中央１号文件不仅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发
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与
帮助。

截至２０００年年底，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下降
至３　０００万人，贫困发生率不足３％，但剩余贫困
人口多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这些地
区的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而且脱贫后还极易返
贫。２００１年，中国在第三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颁布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指出２１世纪前１０年扶贫开发基本对象包
括：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温
饱问题的温饱人口。在区域投向上，２００１年中
国财政扶贫基金政策在区域投向上进行了重新

规定，允许部分资金用于非重点县的扶贫工作，

但其资金投入比例不能超过３０％，投向重点县的
资金比例不得少于７０％。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国
家非重点县中的贫困人口也能得到扶贫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资金投向上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扶贫工作机

制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由表４可以看出，重点县扶
贫资 金 占 比 最 高 的 是 以 工 代 赈，占 其 总 额 的

６５．４％，其次为财政扶贫和贴息贷款资金占比，分
别为５９．３％和５３．５％。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重点
县实际投入占比与 “至少７０％”的规定有较大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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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１年中央财政扶贫政策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亿元，％

以工代赈 财政扶贫 贴息贷款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重点县 ３９．７　 ６５．４　 ３２．４　 ５９．３　 ８５．６　 ５３．５
非重点县 ２０．９７　 ３４．６　 ２２．２　 ４０．７　 ７４．４　 ４６．５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０２》。

经过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扶贫成果巩固期，中国贫
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按２００８年国家贫困
标准来看，中国贫困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９　４２２万人减
少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２　６８８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１０．２％
下降到２．８％，贫困人口减少了６　７３４万人①。

２．６　新时期精准扶贫与脱贫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实现 “两不
愁、三保障”的总体目标，反映出在这一时期，以
扶贫标准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为扶贫工作
主要对象，以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的重点区域。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提出，成为新
时期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

中国随着人口红利衰减、 “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２０１１年
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发展由年均增
长１０％的高速增长变为经济增速７％左右的中高
速增长，２０１５年经济增速低于７％，２０１６年经济
增速为６．７％。经济发展放缓，进入 “新常态”，

中国制造业面临沉重的转型压力，以及外需疲软
与劳动力价格增加的双重压力。中国企业在运营
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的同时，还面临大量产能过
剩的压力。

新时期，中国的扶贫目标由之前的保证贫困户
温饱问题转变为提高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水
平。为顺利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开始提
高贫困标准。２０００年，中国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标
准为８６５元，２００８年提高至１　１９６元，２０１１年中国
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标准调整至２　３００元。此后，

中国的贫困标准以２０１１年的２　３００元不变价格为标
准进行定期调整，２０１７年调整后为２　９５２元。在

２０１１年贫困标准调整后，中国贫困人口增加了９　９５５
万人，总量达到１２　２３８万人。

虽然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
相对贫困问题却开始呈现出来。 “因病、因残、因

婚、因学”等致贫问题开始显现，除此之外，现有
贫困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给扶贫工作造成了不小的
阻力，贫困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脱贫攻
坚规划》，确定了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发展和贫
困人口脱贫主要指标，从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

教育扶贫、就业、医疗和社会兜底等角度对扶贫开
发工作给予指导。在此基础上，扶贫攻坚的总体目
标为：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
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贫困
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
公共服务等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新时期，中国贫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总体来看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分散的特点。从地域
范围来看，山区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相
对集中。贫困人口分布从 “八七扶贫攻坚”时期的
区域分布逐渐转变为点状分布，在空间上贫困人口
的分布愈发分散。同时，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等类型，这些致贫原
因、类型多呈现突发性与长期性并存的特点。因此，

目前存在的贫困户不能摆脱贫困的原因并非是没有

发展机会，而是以往通过县级财政大水漫灌式的开
发式扶贫效果越来越差。

因此，扶贫资金在重点投入集中连片特困区，

并适当照顾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同时，要将扶贫
资金使用精准到户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帮扶。

３　扶贫特征与减贫效果

扶贫工作一直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核心，中国贫困
人口众多、贫困地区范围广、返贫风险大。从以保障生
存为主的救济式扶贫阶段，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经济
为主阶段，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阶段，“八七”扶贫开发
阶段，巩固扶贫成果阶段和新时期精准扶贫与脱贫阶段
来看，贫困人口由１９９４年的７　０００多万人减少至２０１７年
的３　０４６万人。在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越来越深、脱
贫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减贫率却在不断加
快，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７％提高到

２０１７年的２９．７％②。贫困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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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波澜壮阔四十载 民族复兴展新
篇———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贫困县退出
后，在攻坚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即 “脱
贫不脱政策”。扶贫政策与扶贫资源是扶贫工作的关键，

也是扶贫工作的基础，中央与各级政府部门在保证对贫
困地区、农户给予充足的资金和物质保障的同时，还建
立了相应的管理机制，让扶贫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受
产业扶贫等优惠政策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９．２％、７．５％、

６．２％、７．３％，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为脱贫攻坚打下了
坚实基础 （表５）。

表５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名义增长率

（％）
实际增长率

（％）

２０１２　 ７　８１７　 １２．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３　 ８　８９６　 １３．８　 ９．３
２０１４　 １０　４８９　 １１．２　 ９．２
２０１５　 １１　４２２　 ８．９　 ７．５
２０１６　 １２　３６３　 ８．２　 ６．２
２０１７　 １３　４３２　 ８．６　 ７．３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８》。表７、表８和表

１１同。

３．１　扶贫特征
中国７０年来扶贫政策演变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

导，将扶贫开发与资源整合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不
断完善扶贫开发制度体系。在扶贫方式、内容和扶
贫特征等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扶贫政策，

以满足贫困人口脱贫需要。如表６所示，中国的扶
贫方式由单一性、区域性的救济式扶贫，逐渐转变
为多维的、精准的扶贫方式，扶贫内容也逐渐由实
物救济转变为多元化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战略开始之前，中国扶贫工作几乎都是由中央
政府或各级政府主导，扶贫工作在取得了巨大成就
的同时，也忽视了许多细节。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一方面，多元主
体参与扶贫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多
元主体的参与可以覆盖到整个贫困区域，在教育、

医疗、金融、产业等诸多领域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
开展，这也为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表６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

扶贫阶段 扶贫模式 扶贫内容 扶贫特征 扶贫主体 帮扶对象

以保障生存为主的

救济式扶贫阶段
单一性救济式扶贫 实物救济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 全国农村

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
经济为主阶段

区域性救济式扶贫 财政、物资、技术支持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 农村贫困地区

以开发式扶贫为主

阶段
全国性开发式扶贫 财政、人力资本支持 外部输血 中央政府＋省、市政府 贫困县

“八七”扶贫开发阶段 参与式综合开发扶贫 参与式帮扶 外部输血＋自我发展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
贫困县

巩固扶贫成果阶段 多元性可持续性扶贫
“一体两翼”

整体推进
多元造血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县
贫困村

新时期精准扶贫

与脱贫阶段
精准扶贫 多元式扶贫 多元造血

中央政府＋省、

市政府＋地方＋县＋乡镇
贫困户

３．２　减贫效果

３．２．１　脱贫人口数量多

１９７８年中国扶贫政策开始以扶持、开发贫困地
区经济为主要方向。当时，中国贫困标准为年人均
纯收入低于１００元的人群为贫困户，在该标准下，

中国贫困发生率为３０．７％，按照２０１１年２　３００元的
贫困标准测算，２０１７年贫困发生率仅为３．１％。从
贫困发生率看，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０年
的２９．２％下降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５．６％，下降了２３．６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１７．２％下降
到３．４％，下降了１３．８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农村贫
困发生率由７．４％下降到０．８％，下降了６．６个百分
点 （表７）。

表７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

年份
贫困人口规模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００　 ９６２　 ２　７２９　 ５　７３１　 ２．９　 ８．８　 ２０．６
２００５　 ５４５　 ２　０８１　 ３　８０５　 １．６　 ６．６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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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贫困人口规模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１０　 ２　５８７　 ５　５５１　 ８　２４９　 ７．４　 １７．２　 ２９．２

２０１１　 １　６５５　 ４　２３８　 ６　３４５　 ４．７　 １３．１　 ２１．９

２０１２　 １　３６７　 ３　４４６　 ５　０８６　 ３．９　 １０．６　 １７．５

２０１３　 １　１７１　 ２　８６９　 ４　２０９　 ３．３　 ８．８　 １４．５

２０１４　 ９５６　 ２　４６１　 ３　６００　 ２．７　 ７．５　 １２．４

２０１５　 ６５３　 ２　００７　 ２　９１４　 １．８　 ６．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９０　 １　５９４　 ２　２５１　 １．４　 ４．９　 ７．８

２０１７　 ３００　 １　１１２　 １　６３４　 ０．８　 ３．４　 ５．６

３．２．２　脱贫地区范围广

２０１７年贫困地区覆盖中国２２个省８３２个县，

１１　７７５个乡镇，户籍人口数量为３０　７７７万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２２．１％。按照２０１０年农村贫困标准
测算，２０１６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５年的

３　４９０万人减少至２　６５４万人，贫困发生率为１０．１％
（表８）。从减贫规模看，２０１６年贫困地区减贫规模
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６７．３％，比上年提高６
个百分点。

表８　贫困地区农村减贫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比上年下降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比上年下降

（％）

２０１２　 ６　０３９ — ２３．２ —

２０１３　 ５　０７０　 ９６９　 １９．３　 ３．９

２０１４　 ４　３１７　 ７５３　 １６．６　 ２．７

２０１５　 ３　４９０　 ８２７　 １３．３　 ３．３

２０１６　 ２　６５４　 ８３６　 １０．１　 ３．２

　　２０１７年，全国１４个连片特困区覆盖了２１个省，

９　８２３个乡镇，其贫困人口数量多达２４　２８７万人，

占全国贫困人口的７９．５８％。２０１７年连片特困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１　５４０万人，比２０１６年减少６４９万人，

下降２９．６％，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总规模的

５０．３％，贫困发生率比２０１６年下降３．１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降幅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有８
个，分别是西藏地区下降５．３％，罗霄山区下降

２．５％，乌蒙山区下降３．６％，大别山区下降２．３％，

秦巴山区下降３．０％，武陵山区下降３．３％，六盘山
区下降３．６％，四省藏区下降３．２％ （表９）。

表９　２０１７年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

年份 西藏地区 罗霄山区 乌蒙山区 大别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六盘山区 四省藏区

２０１６　 １３．２％ ７．５％ １３．５％ ７．６％ ９．１％ ９．７％ １２．４％ １２．７％

２０１７　 ７．９％ ５．０％ ９．９％ ５．３％ ６．１％ ６．４％ ８．８％ ９．５％

３．２．３　脱贫农户返贫率低
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通过多方面政策

支持， “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就
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多项保障措施，减少贫困
农户生活压力。虽有个别贫困农户会因病、因灾存
在返贫现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并未出现过大规模
返贫现象。

３．２．４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从贫困地区农村收入情况看，２０１７年贫困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低于全国农村水平，但贫困地
区增速高于全国地区１．８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构成中主要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

其中贫困地区农村第一产业净收入达到２　６９６元，

占总收入比例为３１．９％ （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贫困地区农村收入情况

指标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　４３２　 １００．０　 ８．６　 ８　４５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４

一、工资性收入 ５　４９８　 ４０．９　 ９．５　 ２　８８０　 ３４．１　 １２．７

二、经营性收入 ５　０２８　 ３７．４　 ６．０　 ３　４４３　 ４０．７　 ４．９

（１）第一产业净收入 ３　３９１　 ２５．２　 ３．７　 ２　６９６　 ３１．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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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全国农村 贫困地区农村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收入水平 （元） 结构 （％） 增速 （％）

农业 ２　５２４　 １８．８　 ３．４　 １　９３１　 ２２．８　 ２．１

牧业 ５８６　 ４．４　 ２．１　 ５７１　 ６．８　 ６．９

（２）二、三产业净收入 １　６３７　 １２．２　 １１．２　 ７４７　 ８．８　 １３．９

三、财产净收入 ３０３　 ２．３　 １１．４　 １０７　 １．３　 １４．３

四、转移净收入 ２　６０３　 １９．４　 １１．８　 ２　０２１　 ２３．９　 １７．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从农村地区恩格尔系数来看，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
的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例为３１．２％，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占比提高。２０１７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人均交通通信占比上
升０．４个百分点，达到１３．８％；教育文化消费上升

０．１个百分点，达到１０．７％；医疗保健支出上升０．５
个百分点，达到 ９．７％。从食物消费情况来看，

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蛋类、奶类
消费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２０１６年的

１８６ｋｇ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５４．６ｋｇ，人均奶类消费量
达到６．９ｋｇ，蛋类消费量达到８．９ｋｇ。

３．２．５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日益改善
截至２０１７年年末，贫困地区通电自然村接近全

覆盖；通电话自然村比例达９８．５％，比２０１３年提高
了５．２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自然村比例为

８６．５％，比２０１３年提高了１５．８个百分点；通宽带自
然村比例由２０１３年的４１．５％增长到７１．０％；贫困地
区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例

达到８１．１％，比２０１３年提高了２１．２个百分点；通客
运班车的自然村比例由２０１３年的３８．８％上升到２０１７
年的５１．２％ （表１１）。

表１１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指标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通电话的自然村比例 ９３．３％ ９５．２％ ９７．６％ ９８．２％ ９８．５％

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例 ７０．７％ ７５．０％ ７９．３％ ８１．３％ ８６．５％

通宽带的自然村比例 ４１．５％ ４８．０％ ５６．３％ ６３．４％ ７１．０％

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例 ５９．９％ ６４．７％ ７３．０％ ７７．９％ ８１．１％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例 ３８．８％ ４２．７％ ４７．８％ ４９．９％ ５１．２％

４　中国减贫政策发展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彻底消除贫困。但从中国整体贫困状态来看，中国
相对贫困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继续提高相对贫
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保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一项艰巨任务。截至２０１７年年
底，中国还有３　０４６万贫困人口，中国未来３年脱贫
的重点是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的贫困人口。

２０２０年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减贫的公共政策体

系仍需要高度关注［１３］。

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结构的不断变化，改进扶
贫模式、提升资金利用效率、转变扶贫战略，成为

２０２０年之后中国扶贫工作的现实选择［１４］。即针对不
同类型的贫困人群，采用不同帮扶政策，针对多样
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提升贫困户向上流
动能力［１５］。

４．１　优先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问题
深度贫困地区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发展

滞后、致贫原因复杂、区域性经济发展缓慢。为此，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根据深度贫困地区发展需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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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技术培训，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与市场信息的供给，使深度贫困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指标接近或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另外，要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健康状况
和受教育年限，实现医疗、大病救助、养老保险的
全覆盖和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在短期内，以
“两不愁、三保障”为标准，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
平；长期内，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不足
问题，通过发展产业来增加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逐步减少转移性收入比例。

４．２　创新机制，解决特殊贫困人口问题
特殊贫困人口是贫困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是指

劳动能力低下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常规扶贫手段
帮扶效果不理想的贫困人群［１６］。因此，必须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机制解决独居老
人的贫困问题，探索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养老模
式；解决精神障碍贫困户问题，加强精神疾病的治
疗与恢复，加强县级医疗机构精神疾病治疗水平，

对患有精神问题的家庭患者进行救治。通过科学的
医治、康复，逐步使其恢复生产、生活能力，建立
以县委主体，乡 （镇）、村为辅的三级服务网络，为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贫困人群提供合适的技能培训，

帮助该部分群体就业、实现生活自理。

４．３　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

２０２０年的扶贫战略需要确定城乡统筹、部门协
调的贫困治理体系［４］。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扶贫模
式，促进城乡减贫融合发展，建立城乡一体扶贫模
式，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１７］，使得城乡贫困人口
在扶贫政策上享有同等待遇。在扶贫功能定位中城
乡统筹的扶贫体系要以家庭为基本帮扶单位［１８］，制
定统一的识别标准和识别体系，促进扶贫开发政策
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

通过对中国７０年扶贫政策的演进分析，中国扶
贫目标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达到共同富裕；扶
贫工作从直接实物救济向多元扶贫，增强贫困户内
生发展动力转变；从政府主导扶贫工作，到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从单一扶贫政策到多管齐下的系统扶
贫。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成就，

在中国扶贫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中国
的相对贫困问题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持续提高
相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依旧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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